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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袁枚的 “性灵说”要求诗歌审美创作必须 “发抒性灵”。他所谓的 “性

灵”，与 “性情”密切相关， “发抒性灵”也就是 “抒发性情”。由此，遂使其 “性灵

说”突出地呈现出一种 “重情”美学精神。遵循这一 “重情”美学精神，则 “性情”

乃是诗歌审美创作的审美内核，为其审美诉求之所在，诗歌审美创作必须 “抒发情

性”，同时，这种 “性情”必须为诗人个人所有，为其所 “自得”，“性情”的抒写必须

呈现得自然天然，才能纯真动人。袁枚 “性灵说”这种 “尚情”美学精神的生成，在

中国美学 “情性”论史上，具有一种值得关注的演进轨迹。经历了从 “言志”到 “缘

情”，由 “情生于性”，以 “性”为本与 “性”“情”皆生发自 “理”，到因 “情”明

“性”，“情”乃 “性”之呈现的以 “情”为本的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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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歌美学情感论的建构史看，在 “性情”观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最有代表

性的就是袁枚和他的 “性灵说”。袁枚既承续先前历代哲人有关 “性情”的讨论，同时

又一反包括王夫之等在内的有关 “性情”的传统观点，坚持 “重情”“贵情”的美学精

神，在 “性”与 “情”关系上，主张因 “情”明 “性”，认为 “情”乃 “性”之呈现。

“性灵”“性情”都以 “性”为根本。 “性”之澄明而为 “情”，“情”发生于 “性”。提

倡即 “情”求 “性”。其 “性情”观中所推崇的 “情”更接近于自然情感，或者说是审

美情感。在他看来，男女艳情也是 “性情”，“性”是形上的、不具体、无形而浑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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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而 “情”则是 “性”的一种呈现，一种发明和显现，因此，只能经由 “情”而

体认 “性”。不过，这个 “情”主要是就自然之 “情”而言。所以，袁枚强调即 “情”

见 “性”，表现出一种对传统的叛逆倾向，并且，他直接由 “四端”之 “情”过渡到

“七情”，认为应该由此肯定 “七情”。因为在袁枚看来， “情”需要得到充分的重视和

肯定，因为， “人”只有经由 “情”才能感悟 “性”，经由 “四端”之善，而感悟到

“性善”，再通过 “性”之 “善”，以认定、确信、肯定 “四端”之 “情”，进而赋予其

地位的合法性。但 “四端”之 “情”并不等同于 “七情”。袁枚认为，“四端”之 “情”

与 “七情”都是 “情”。因为，由 “四端”明 “性”，进而确定 “四端”为 “情”，实际

上，也肯定了 “七情”。他甚至指出，圣人也有 “七情”，由此也可见 “四端”之 “情”

与 “七情”一样，都是 “情”。袁枚对 “情”的重视是他推崇 “性灵说”，并以 “尚情”

“贵情”为 “性灵说”的美学精神的思想基础，他强调指出， “情”“性情”，特别是

“真性情”，乃是诗歌审美创作的核心构成，所以说， “尚情”“贵情”美学精神乃是袁

枚 “性灵说”的核心要旨。

一

实质上，袁枚的 “情”与所谓 “四端”之 “情”还有所不同，而这正是其 “性灵

说”与其他 “性灵说”的不同之处。他所重所贵的 “情”，只是寻常司空见惯之 “情”，

日常生活中的自然之 “七情”。他强调 “真人”与 “真情”。所谓 “真人”与 “真情”，

也就是脚踏实地的、平平常常的 “人”及其所生发的 “情”。他在 “情”中，最为看重

的是儿女之 “情”，即所谓男女之 “情”。人世中，最能束缚人心，最具个人色彩，让

人魂牵梦萦、心神动荡、心猿意马、内心痛苦的，就是所谓男女之情。对男女之情一

旦生了情、动了心，很容易丧失理智，控制不住自己的内心，所以，男女之情最具有

感性特色，对人的纠缠也最深。袁枚这种对感性的张扬，实际上等于对儒家 “情”要

“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发而中节”美学思想的一种颠覆。“人”之 “情”多样繁复，

各种各样，多种层次，多样呈现。 “人”的情感世界是复杂丰富的，所谓花有万紫千

红、“人”有 “七情六欲”。 “人”的情感生活是因 “人”而异、因 “时”而异、因

“景”而异、因 “事”而异的。当然， “人”之 “情”也有相同的，如所谓 “四端”之

“情”“七情”，这一类情感属于 “人”之 “纯情”“常情”，这种 “情”乃 “人”之为

“人”的本质特性，为 “人”的天然、自然之 “情”，即所谓 “七情”。有关 “七情”的

记载，最早见于 《礼记·礼运》。其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

能。”① 所谓 “弗学而能”，就是天生就有，天然纯然的。这就是说 “七情”，即欢乐、

愤怒、悲伤、恐惧、喜爱、厌恶、欲望等七种情愫，不学便有，来自先天，乃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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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来就存有的，对此，《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也有记载云：“天有六气，在人为六情，

谓喜怒哀乐好恶。”① 这里所谓的 “六情”，即 “喜怒哀乐好恶”。孔颖达解释此句说，

人 “情”的根源在于天地之气。显然无论是 “七情”还是 “六情”，其对 “人”之

“情”的意指都显得笼统，不具体。

基于此，在所谓 “七情”“六情”的基础上，袁枚对 “情”的理解则相当具体。在

他看来，“人”之 “情”的生动具体、多种多样，自然万物的一切，包括日星河岳、草

秀珍舒、鸟啼花放，有涉及 “情”，都能够拓展 “人”的 “性情”。所以说，诗本乎

“性情”。而 “性情”之至，则在 “天”为 “道”，在 “人”为 “性”，“性”动为 “情”，

“情”之至由于 “性”之至，“至性”与 “至情”，都本之自 “天”，因之而动。他指出，

“诗”所以 “言情”，乃是因为 “情”深而景寓焉。 “情”“景”相合而生成为格律而为

诗。不过，“情”必从 “性”发，冲淡 “情”的决定性作用，或者否定其他的情感，显

然都是有悖于人性的。

就袁枚 “性情”说所论 “情”与 “性”的关系看，他是即 “情”求 “性”。也就是

说，他所强调的其实是 “情”，而不是 “性”。因此，他的 “性情”说更具美学意义。

袁枚极为反对以道德理性来认识 “情”“性”关系，不赞同 “性”为理性、 “情”

为感性，尊 “性”而抑 “情”的儒家传统情感理论。他公开宣称：“郑孔门前不掉头，

程朱席上懒勾留。一帆直渡东沂水，文学班中访子游。”② 明确表示自己对儒家传统

“性情”观念的怀疑，他说：“予于经学少信多疑。”③ 大胆否定 “六经”，表现出一种独

立不羁、个性张扬的自由美学精神，他指出：“六经尽糟粕，大哉此言欤。”④ 不仅如

此，他在诗歌审美创作实践中，更是对传统的三皇五帝都要重新评价，说：“古来功名

人，三皇与五帝。所以名赫赫，比我先出世。我已让一先，何劳多复事？平生行自然，

无心学仁义。”⑤ 在对 “性”与 “情”的关系上，他通过对 “性”的虚化与置换，认定

“性”不可见，只有通过 “情”以见，从而将情感从理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且，他

确认 “情”为一种自然而生的，“圣人”与大众一样，将自然天然之 “情”转化、提升

为审美情感。认为 “人”是鲜活的生动的，是现实感性的，而人欲、情欲，以及人的

感性物质需求，都是 “人性”的基础。其 “性”为 “体”， “情”为 “用”的观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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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继承了张载、朱熹与王阳明的 “性体情用”说，但实质上却与张载、朱熹和王阳

明的 “性体情用”说有区别。他认为，“性不可见”，“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

也”，① 而应该 “不于空冥处治性，而于发见处求情”②。“性”是隐蔽的，而 “情”却人

人皆有的，因此只有通过实体的 “情”方能体现虚体的 “性”。在此基础上，袁枚论

“性”总不离 “情”与 “欲”，其所谓 “性”已是自然人性之 “性”了。通过这样的处

理与置换，突出了 “情”的地位。同时，为了说明他所推重的 “情”与汉儒、宋儒之

“情”的不同，他还对 “性情”学说进行了新的诠释，从根本上否认程朱的 “道统”观

念，对宋儒的 “存天理，灭人欲”主张，给予无情的揭露，坚决反对压抑情感、抬高

理性传统的 “性情”观，反对这种情感与理性关系的异化。

应该指出，袁枚反对寡情去欲的伦理主义的 “理”和化情归性的先验主义的

“性”，注重情感的形而下意义，突出情感的普遍规则性和日常生活化特征，从情感美

学角度坚持情灵发用而任运于世俗，肯定日常情感生活的合理性，即通于人之喜怒哀

乐的情感意向，高扬个体主体的生命意识、生存权利和感性欲望，情欲并提，也就是

发掘了情感具体化、生动化的形而下意义及其个性特色。这样， “情”既形上又形下，

既普遍又特别，既雅化又俗化，既克服了先验化的虚灵，又克服了经验化的肤浅。③

的确，袁枚重 “情”，尤重男女之 “情”。他在 《答蕺园论诗书》中指出：“情所最

先，莫如男女。”④ 将 “男女之情”放在了 “情”的首位，表现出他反对世俗观念而大

胆肯定、推崇人欲，挑战禁欲主义的精神。他对 “男女之情”的推崇是在驳斥汉儒与

宋儒有关思想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他说：“宋沈朗奏： ‘《关雎》，夫妇之诗，颇嫌狎

亵，不可冠 《国风》。’故别撰 《尧》《舜》二诗以进。敢翻孔子之案，迂谬已极；而理

宗嘉之，赐帛百匹。余尝笑曰：‘《易》以 《乾》《坤》二卦为首，亦阴阳夫妇之义。沈

朗何不再别撰二卦以进乎？’且 《诗经》好序妇人：咏姜螈则忘帝喾，咏太任则忘太

王。律以宋儒夫为妻纲之道，皆失体裁。”⑤ 又说：“夫 《关雎》即艳诗也，以求淑女之

故，至于展 （辗）转反侧。使文王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阴一阳之

谓道。又曰：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⑥ 因此，他极力称颂

“男女之情”，标举 “艳诗”。他在 《北江诗话》中说：“惟吾乡邵山人长蘅，初所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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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描摩盛唐，苦无独到，及一入宋商邱幕府，则又亦步亦趋，不能守其故我矣。人或

以其名重，尚艳而称之。吾以为其品既不及前修，则其诗亦更容论定也。‘七律至唐末

造，惟罗昭谏最感慨苍凉，沉郁顿挫，实可以远绍浣花，近俪玉溪。盖由其人品之高，

见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① 他强调诗文创作 “性情”的抒发，重视自然之 “情”，

重 “情”而略 “性”，强调 “真性情”，推重诗文审美创作真情实感的抒发。在他看来。

“男女之情”就是 “真性情”的一种表现与呈示。“男女之情”是一种 “善”的体现，“真

性情”是 “真”的展示。而在这 “真”与 “善”的相交相融中，情感的内质就得到了一

种 “美”的升华，达成了一个崭新的审美域，“情”已经被提升为审美情感而审美化了。

将其 “尚情”美学精神运用到其诗歌美学思想中，袁枚认为 “情”乃是诗歌创作

的根本。他将 “情”与 “灵”融合构成其 “性灵说”。因此，他的 “性灵说”在 “重

情”“贵情”的美学精神的基础上，尤其重视灵气与灵性。他曾经强调指出：“诗不成

于人，而成于其人之天。其人之天有诗，脱口能吟其人之天无诗，虽吟而不如其无

吟。”② 这里所谓的 “天”指灵心、灵性、灵想。诗之 “情”乃天之所赋，故而称为

“性灵”。真正的诗人当然需要诗人的才情、性情。 “友朋之情”之所以从社会伦理之

“情”中独立出来，呈现为个体之 “情”，是因为 “友朋之情”也是 “一己之情”。亲朋

故旧聚散离合都是足以动人心脾、令人感怀之事件。这种 “情”显然与伦理教化、移

风易俗无关，不属于理性范围，只是个体、一己之私 “情”，并且其中有着浓厚的诗

意，应该归于纯艺术之情。如果诗歌能达成 “词近旨远，言简意深”的审美域，那就

是 “至性”之诗。是以诗者，歌其性情，阴阳为重，所以诗之为体，多序 “男女之

事”，通过表达 “男女之情”来表现其 “性灵”的洒脱风趣。在 《续诗品》中，袁枚在

“崇意”和 “精思”中表明他的 “性灵说”之内涵。袁枚尽管强调诗人的天赋，认为诗

歌创作的成败 “成于其人之天”，有天赋之才则 “有诗”，但实际上他并不一律废学问。

在他看来，“性情”与 “学问”“灵心灵性”与 “积学储宝”显然不是并列对等的关系，

以学问为灌溉，那么性情作为根本，性情依旧处在比较根本的地位，学识对于性情有

培养作用。

袁枚的这种 “性情”说与当时的文人都有不同。他伸张情感和欲望在诗文创作中

应有的权利， “尚情”“贵情”，以 “情”求 “性”，以 “情”即 “性”。在诗文创作方

面，提出 “性灵说”，强调诗文审美创作乃是 “抒发性情”，指出遵循 “人”个体的

“情”之所发而创造的诗歌，特别是那些一直受到道学家的排斥、歌咏男女恋情的诗

歌，即 《诗经》中纯粹的情诗，都是抒发 “性灵”的绝佳诗作。他强调指出，诗三百

专主性情，其中所谓的艳诗仅仅抒发了男女主人公爱情生活的悲欢，此外，别无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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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还身体力行，通过自己的诗文审美创作实践，创造了不少以寻常生活为抒写

内容的诗文作品，还 “性”和 “情”以真实面目。对他 “尚情”“贵情”，推重 “性灵

说”的美学思想，朱自清极为赞赏，在其 《诗言志辨》中强调指出：“清代袁枚也算得

一个文坛革命家，论诗也以性灵为主。到了他才将 ‘诗言志’的意义又扩展了一步，

差不离和陆机的 ‘诗缘情’并为一谈。”① 袁枚的 “性灵说”，从中国诗歌美学史的角度

看，具有一种强烈的反传统、破偶像、反摹拟、求创新的美学精神。正如李泽厚在

《美的历程》中所指出的：“袁枚倡性灵，重情欲，斥宋儒，嘲道学，反束缚，背传统，

体现出、反射出封建末世的心声，映出了封建时代已经外强中干，对自由、个性、平

等、民主的近代憧憬必将出现在地平线上。”②

袁枚扩展了 “诗言志”，认为其与 “诗缘情”的美学精神是一致的。即如他在 《与

邵厚庵太守论杜茶村文书》中所说：“‘诗言志’，劳人思妇都可以言，《三百篇》不尽

学者作也。”③ 在 《随园诗话》中，他又强调指出：“《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

之事。”④ “劳人思妇”都是一般的民众，一般之人都在 “言志”，这里的 “志”显然就

是一般的、属于个体的私情。由此可见，袁枚所谓的 “言志”就是 “言情”。并且，在

《再答李少鹤书》中，他还指出，所谓 “诗言志”之 “志”应该有多重、多种、多类、

多层意义。说：“来札所讲 ‘诗言志’三字，历举李、杜、放翁之志，是矣。然亦不可

太拘，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

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字不可看杀也！谢傅之游山，韩熙载之纵伎，此岂其本志

哉？”⑤ 对袁枚的这段话，朱自清解释说：“他 （指袁枚）所谓 ‘缘情诗’只是男女私情

之作；……似乎就是这种狭义的 ‘缘情诗’也可算作 ‘言志’，这样的 ‘言志’的诗倒

跟我们现代译语的 ‘抒情诗’同义了。‘诗缘情’那种传统直到这时代才算真正抬起了

头……这种局面不能不说是袁枚的影响，加上外来的 ‘抒情’意念——— ‘抒情’这词

组是我们固有的，但现在的涵义却是外来的———而造成。”⑥

不难看出，袁枚以 “性灵说”为内核的、强调诗歌创作后在抒发 “性情”的 “尚

情”美学精神的形成，与历代 “性情”观的影响分不开。 “性”在于 “心”而源于

“天”，“心”、“性”与 “天”是一贯的。 “人”之 “性”自然、天然、本然、纯然，可

以将 “性”作为 “天”的一种内在化存在。“天人合一”就是 “性”与 “天道”的一体

圆融。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就在 “人”之 “心性”中。可以说，“人”之生命价值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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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 “人”自身的 “心性”之中。仁义本于天性，是人的良知良能；但要真正达到生

其所生、如其所然、仁其所自的 “仁”的生命域，需要集义养气和尽心尽性，回复原

初本然之 “心性”，这样 “才”能充实彰显 “人”的生命意义，完成其人格的塑造。

二

袁枚 “性灵说”尚“情”、重“情”的美学精神，倡导诗歌审美创作必须抒发 “性

情”，其生成轨迹可以追溯至中国文艺美学史上的 “缘情”说。诗歌创作应该 “缘情”

的命题由陆机正式提出之后，“情”遂作为一个与 “志”相互对应的诗歌美学范畴流行

于诗歌美学史，在魏晋及以后都围绕其展开过热烈讨论。如南北朝时，刘勰就在其

《文心雕龙》论述过 “情”及其在诗文审美创作中的效用和地位，而钟嵘则在其 《诗品

序》中阐发了相关看法，表述了其时诗文理论家对 “情”的重视，当时钟嵘已经认识

到诗文家个体情感的巨大能动作用。应该说，“缘情”说的提出，无论是在美学史上还

是诗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确定了纯粹个人情感对于诗歌审美创作的重要作用，突

破了先秦两汉重 “性”轻 “情”的局面，使 “诗缘情”说与 “诗言志”相提并论，确

立了诗歌审美情感论。

具体分析起来，“缘情”说包括两个层面的诗歌美学内容，就诗歌自身的本质属性

来看，“缘情”说强调诗歌审美创作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态，应该以情感抒发为要旨，

诗歌中必须蕴藉浑厚、浓郁、忧愤、悠然、深远的情感意蕴。因此，“缘情”说又可以

升华为情感本体论。从诗歌审美创作的方法出发，“缘情”说又指诗歌审美创作活动中

缘情写景，景随情迁，景中寓情，以景结情，进而情景交融的创作手法。所以，就诗

歌审美创作的发生来看，“缘情”说突出了诗歌创作乃是诗人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

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①。应物斯感，

触景生情，诗人情感的生发是诗歌审美创作发生的要素。也正因为此，所以说诗歌审

美创作的发生来源于情感的促成，情感是生成诗歌审美创作冲动的缘由。

“缘情”说这种诗歌情感本体论的提出，极大地放宽了诗歌的审美创作空间。先前

一些抒情类的诗歌，包括 《离骚》在内，一直到汉末的 《古诗十九首》，其所抒写之

情，大多以悲情为主。即如司马迁所指出为 “发愤之所为作”，因此，其 “情”多为悲

伤、幽愤之 “情”。而自从陆机提出 “缘情”说， “情”的范围则得以大大扩展，从怨

愤之情到喜乐之情，从国家民族社会之情到个人日常生活之情，诗歌创作者将 “情”

蕴藉于大到 “四时”“万物”，小到 “落叶”“柔条”等种种审美对象之中，所抒发之

“情”既有社会生活的、国家社稷方面的，也有所谓一己不遇之情，还有追求声色、寻

欢作乐之情，也有离别之恨、思念之苦与聚合之欢的，又有将个人情怀与哀世、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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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逝、感事相融相合的。这种 “情”往往是一种生命意识，属于一种生命体验的升华。

正如沈约在 《宋书·谢灵运传》中所指出的：“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

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

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或无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①

这里就指出，“人”一方面禀赋自然之 “灵气”，一方面受 “五常之德”的熏陶，因此

具有各样的情感，有 “刚”有 “柔”，有 “喜”有 “愠”， “志动于中”，而向外呈现出

来，则为 “歌咏”。在沈约看来，诗歌所蕴藉的审美意蕴是人 “禀气怀灵”、生而有之

的情感基因，加上后天 “五常”“六义”的教化，由教化所生成的 “理”是 “无异”

的，没有时代、个体的差异，而 “情”则不一样，因个体所禀赋的 “灵气”不同而各

各有异。诗歌审美创作之所以自有 “生民”就存有于世，并且因时、因人、因景、因

事而生种种感怀，或刚或柔、或喜或愠，各各有异： “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正由

于 “禀气怀灵”而生成的情志、气质差异，从而形成诗歌异彩纷呈的审美风貌。可见，

“缘情”说强调了 “情”在诗歌审美创作中的决定性意义。

当然，在陆机 “缘情”说揭示出诗歌本于情感，源于情感需要抒发的诗歌美学思

想之前，中国美学已经着手从情感角度对诗歌创作生成的原因进行探索，所谓 “情动

于中而形于言”，② 就是讲诗歌创作的发生乃是诗人的内心有一种感动，其思想、感情、

意念，情感受到触动，从而用语言来加以表达。诗歌创作活动的开展与 “人”内在感

情需要抒发密切相关。而诗歌创作过程则是诗人对内心情感的发掘和一种真实体认。

当然，由于汉代经学盛行，统治者独尊儒术，文人的命运是与政治教化紧密联系的，

统治者为文人提供并创造条件，文人必须依附于统治者，所以政治对文化形成一种高

压，异端思想没有任何存在的空间，诗歌创作的价值取向只有言志、讽谏、教化。诗

歌审美创作者个体的私情、纯艺术情感自然遭到排斥。这一状态在魏晋时期则发生了

变化，在时局动荡、战乱频仍的情况下，诗歌审美创作者失去了政治的庇护。其时士

族阶层的正式形成使文人的物质生活有了自己独立的来源，话语地位得以大大提升，

内心的诉求、情感的抒发也自然有了一定的自由度，之前被礼义教化、社会需求所遮

蔽的个体之 “情”能够得以解蔽。陆机之后，更多的诗歌美学家对 “情”，即个体之

“情”对诗歌审美创作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关注和探讨。正如钟嵘就在 《诗品序》中所

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

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

戈外戍……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③ 四时景

色各异、春花秋月、夏云冬雪、悲欢离合、生离死别，个体的种种一己之情都可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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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情感发生和物色触动密切关联，个体之情，纯艺术情感对于诗歌创作具有极其重

要的审美价值。而诗歌审美创作则是个体之情抒发的主要途径。诗歌审美创作作为情

感载体以驰情展义，感荡心灵。

刘勰在其 《文心雕龙》中也提倡诗歌审美创作应该注重情感的抒发，本于情感，

但他主张 “情”与 “理”应该兼而有之，“意诚”与 “情真”并重，互相需济，相得益

彰。他在 《文心雕龙·明诗》篇中指出：“巨细或殊，情理同致”① 在 《体性》篇中又

指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② 在 《熔裁》

篇指出：“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③ 在 《章句》篇中又指出：“其控引情理，送迎

际会，”④ 强调 “情理”不能偏颇。在 《情采》篇，他又强调指出：“故情者，文之经，

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⑤ 以情理为文辞经

纬，相互周济。“性”与 “情”关系紧密，互依互存，“性”“情”并重。诗文审美创作

应该以 “情性”为本、“情志”并举。他认为，诗歌审美创作的发生乃是情感的发动。

诗歌审美创作必须因持 “情性”。但情感因素必须与义理规范相符合， “情”与 “理”

应该密切结合、相依相成，以 “理”约 “情”，以 “理”以持守 “情”，从而可以避免

情欲的放纵。

这之后，唐宋元的诗文审美创作理论基本上奉行 “情”“理”并重，或者重 “理”

轻 “情”的审美价值观。一直到中晚明时期，诗歌美学情感论始发生一种具有颠覆性

意义的转化。其时，阳明心学认为 “吾心良知”乃 “圣人”与 “愚夫愚妇”所共有的

普遍 “人性”，认为 “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⑥ “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

愚”，⑦ “满街人都是圣人”，⑧ 主张在 “良知”面前人人平等，在事实上打破了 “人性”

的等级区别，提高了 “愚夫愚妇”们的人格地位。于是，个体意识、个体人格、人的

独立存在的价值和个体情感得到充分的肯定。保持 “赤子之心”，任其自然，以自然之

性行自然之事的 “狂者”得到追捧，“狂者”蔑视权威，反叛传统，有着高远的志向和

独立的人格。“狂者”“不屑弥缝格套以求容于世”，⑨ 不愿墨守成规，按传统方式和权

威范式亦步亦趋，“而从精神命脉寻讨根究”瑏瑠。“狂者”真率自然，率性而行，有着强

烈的人的个体意识和个性特征。“狂者”“行有不掩”，真诚自然，“广节而疏曰，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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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韵远”，① 个性鲜明，不拘细节， “其心事光明超脱，不作些子盖藏回护”，② 光明磊

落，率性而行。对 “狂者”的赞美，则表现出对个性解放的热情呼唤。那些主张个性

解放的文人不但在理论上标榜 “狂者”人格，而且在实际生活中率性而行，真实应世，

以 “狂者”自居，表现出一种张扬个性的 “狂者”风范。无论是王畿、王艮、何心隐，

还是颜山农、邓豁渠、李贽，都体现出蔑视权威、冲破世俗、张扬个性、率真任性的

“狂者”风范。他们大胆正视人情物欲，主张在日常生活中 “尽心至命”；认为 “百姓

日用是道”③。“百姓日用”④，“穿衣吃饭”，“饥来吃饭倦来眠”⑤，这些维持 “人”之生

存的合理欲望因之得到充分的肯定，勇敢地肯定人欲，肯定了人欲的事实存在及其存

在的合理性。从自然 “人性”出发，肯定了 “人欲”存在的合理性，认为 “心不能以

无欲也”。“无欲”的本身也就是一种 “欲”。肯定了人欲的存在及其合理性，张扬人的

个体精神，强调人的个体意识的主导性、能动性、自觉性。他们把这种个性解放精神

引入诗文审美创作与理论建构之中，认为诗文审美创作 “求以自得”，应该遵循自然，

反对做作。指出耕田求食、建屋求安、读书求功名、居官求尊显等种种日用，皆为自

己身家计虑，其情感都是诗文审美创作应该抒发的重要元素。无论是追求任性放达、

自然个性，还是抒发真情之美、自然率真之美，还是传达神韵之美、注重任心表意之

美，都属于诗文审美创作的应然追求。从而将重 “理”轻 “情”的传统儒家情感论引

向了重 “情”、贵 “情”的诉求。在诗文审美创作中如何真正释放 “情性”“情欲”的

“自然”、心灵的 “自然”，成为当时诗文理论家所追求的审美目标和价值。

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的是李贽。作为张扬个性的 “狂者”的典范人物，李贽反

对一切教条，力求颠覆传统儒家诗歌审美创作 “发乎情，止乎礼义”的 “性情”观，

否定一切外在的说教与规范。认为对 “礼义”的体认必须来自于 “人”心中的自然感

悟，“人”之 “性”“情”都来自天然，内在与 “人”之 “心”，处于一种本真状态。而

儒家传统 “礼义”则是从外部对 “人”进行一种束缚，严重限制了 “人”的本性。在

李贽看来，这不是真正的 “礼义”。他将这种思想引进了诗歌美学，提出诗歌审美创作

应该不为外在的 “礼义”所控制，应该解除儒家传统伦理教化诗学观对诗歌审美创作

的羁绊，通过去蔽，澄明原初自然天性，也就是 “赤子之心”，也就是李贽所推崇的

“童心”。他强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⑥ “童心”，就是 “初心”，

原初纯然天然之 “心”，孩童之 “心”， “真心”，是 “最初一念”，即所谓 “本心”，是

“人”生来就有、与生俱来的、未受后天教化浸染的 “赤子之心”。在李贽看来，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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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的 “礼义”教化，世俗杂念、声色犬马，都会使原初天然之 “情”遭到遮蔽，从

而丧失其本真纯然状态。他在 《读律肤说》中指出：“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出乎自

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① 从其 “童心”说出发，他主张解除儒家诗教的束缚，

强调指出发自 “童心”之 “情”，就是 “人”天性的呈现，对诗歌审美创作而言，乃是

最佳审美境域。在李贽看来，诗文家只有保持 “童心”的心态才能创作出至文，才能

“为章于天”，只有这样的诗文创作才能真正表现天性，动人心弦，逼迫人返回天性本

真。“童心说”从真情实感的标准出发，贵 “情”、重 “情”，在诗文创作理论批评上具

有重要意义。这种主张既颠覆了 “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诗学观，也大力倡

导了顺应人类性情的自然美，是后来 “公安三袁”、袁枚等人 “性灵”理论的先导。

“公安三袁”强调诗文创作应该 “独抒性灵”，贵 “情”重 “情”，主张任情为文，

认为 “人”往往将 “情”与 “性”搞混， “人”的 “真性情”在于内心的情欲。所谓

“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为人生之大快活，以之为真乐”②。

“耳”“目”“身”“声”“色”“鲜”等感觉以及由此所生之 “大快活”，感官刺激而生发

之 “情”，才是 “人”之 “真性情”，而 “仁、义、礼、智”并非真性。感官追求、感

官刺激之 “乐”才是 “人情”， “仁、义、礼、智”则属于 “神性”，这是 “人”与

“神”的区别之所在。这里，袁宏道从正面充分肯定 “感官之情”与 “声色之欲”，并

强调指出，这种欲求才是 “人”“真性情”的呈现。“公安三袁”的诗文创作理论批评，

对于明代文坛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 “复古”主义造成很大的冲击，破除了作者进行诗

文创作时的有关 “性情”表现的思想束缚，坚持了 “诗缘情”所确立的 “尚情”“贵

情”美学精神。“独抒性灵”之所谓 “性灵”就是一种发自 “天性”的任达之情。诗文

创作要 “独抒性灵”，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要任情恣肆， “不拘格套”。不要拟古习

旧，拘束情感。如此其诗歌创作才能有所创新，度越千古。真实生命体验只有自己真

切的体会才能感受到，因而弥足珍贵。

由明入清，清代对 “性情”，以及 “性”“情”关系的讨论比较多，就诗歌美学情

感理论的建构看，最为突出的就是袁枚 “性灵说”的尚 “情”、重 “情”。袁枚所言之

“性灵”就是 “性情”，即人的个性情感，袁枚认为只要真正包含了诗文家情感生命体

验，诗文作品就能够得到传承，是诗文家的 “赤子之心”造就了诗文作品的永恒。

“情”是诗文作品的灵魂，与外在的 “性理”无关。袁枚强调诗歌审美创作中情感抒发

的自然性，甚至提出 “人欲当处，即是天理”。③

所谓 “人欲当处”，就是 “人”之生命存在的自发的自然情感，这种情感就是

“人”的一种 “天性”。这种自然之 “情”本身就是 “性”的内容，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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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３４０页。



因此，袁枚的 “性灵说”尚 “情”、重 “情”，所谓 “提笔先须问性情，风裁休划宋元

明”①。这里的 “性情”就是 “性灵”。“提笔先须问性情”重在对 “情”的强调。在诗

歌意蕴的营构方面，袁枚指出：“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

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② 诗歌审美创作必须抒发 “性情”，而这种

“性情”乃是 “近取诸身”而来，为 “耳”“目”“口”“心”之所感、所发之 “情”，不

是理性化、神圣化的。袁枚就人体、人的感官刺激来说 “性情”，强调了 “性情”的自

然属性，“性情”来自 “天性”、来自 “情欲”，与 “人”的感性欲求密切相关，也只有

这种发自 “天性”、出自天然的 “性情”，才是真性情。因此，袁枚的 “性灵说”主张

从日常生活寻求诗意，在寻常生活中去发掘诗歌素材，去感同身受，由此所感发之

“情”便是 “真性情”，熔铸成诗，便是 “真诗”。这也是袁枚的 “性灵说”与其他 “性

灵说”的不同之处。这里的 “情”，更多的属于个体化情感、纯自然之 “情”。其中与

其他 “性灵说”强调的 “情”最为突出的差异性，在于袁枚所贵之 “情”，包含了最为

浓重的那种 “男女之情”。在所有的 “情”之中，袁枚最为注重 “男女之情”，或者说

是 “艳情”。他强调指出：“情所最先，莫如男女。”③ 应该说，中国诗歌中，抒写 “男

女之情”的诗篇为数众多，不过，由于儒家传统诗学观主张 “诗无邪”，指责 “郑风

淫”，如朱熹在 《诗集传》中就明确以 “淫”来给郑诗定性，还在 《郑风》后序中说：

“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 《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

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

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意。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

矣。”④ 不仅将 “郑声”和 《郑风》皆定性为 “淫”，而且将 “淫”之含义解读为男女之

间的不正当关系，称其诗歌内容淫邪、放纵、狎昵。同时还认为，《郑风》之淫远甚于

《卫风》，是淫风之最和淫风标志。这种指认 “男女之情”为 “淫”的理性观念，一直

束缚着诗歌审美创作对 “男女之情”的表现。而袁枚则一反传统儒家诗学观，不但肯

定 “男女之情”，而且把 “男女之情”作为诗歌审美创作抒发的重要内容，丰富了

“情”的内涵，也突出了 “男女之情”在诗歌审美创作中的美学意义。

应该说，与袁枚充分肯定个性化、纯粹化情感的 “性情”观相应，诗歌本于情感

抒发也就成为其时新的审美诉求介入诗文创作，对诗歌审美创作追求情感抒发个性化

起到了促进作用，使诗歌审美创作焕发出一种生机和活力。大多数诗人尊奉袁枚的

“性灵说”，注重在诗歌审美创作中抒发纯 “情”，强调 “情”的 “自得”，这种 “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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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情”，并非为 “感物心动”之 “情”，而是通过日常生活所致之 “情”，这种 “情”

平凡、一般、普遍，同时具有极大的个体性、能动性。诗歌审美创作追求 “性灵抒

发”，因此，其审美旨趣突出地表现为对个人情感、日常生活情感、纯艺术情感的

重视。

清代，与袁枚同时的沈德潜对诗人的 “性情”在诗歌审美创作中的意义也表现出

极大的关注，但两人之间不同的是，在 “性”与 “情”的关系上，沈德潜倾向于重

“性”轻 “情”，排斥个人私情，主张以 “性”统 “情”、主导 “情”，而袁枚则是重

“情”、轻 “性”，主张即 “情”求 “性”、因 “情”明 “性”， “心”“性”“情”交融于

“性灵”中，浑然一体，湛然虚明，万理俱足，无一毫私欲之间。 “性”无形无相，为

“情”之本源，“性”通过 “情”以呈现，发而为 “情”，“情”根于 “性”，换言之，则

“性”因 “情”而得到体认、明确，而 “性”“情”又本于 “心”， “性”“情”一统于

“心”。“性”为 “未发”，“情”为 “已发”，不管是 “未发”之 “性”，还是 “已发”之

“情”，一律由 “心”所统摄贯通，“性”“情”一体交融于 “心”，这也就是所谓 “心统

性情”。也就是说，“情”即是 “心”，是 “心”自身之发动。

沈德潜的情感论属于价值情感、社会情感，而袁枚的情感论则倾向于自然情感、

天然情感与纯粹情感。从其社会价值情感论出发，沈德潜推重诗人之社会伦理之

“情”。他选清诗，就以此为审美标准，认为 “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

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明确表明他对 “人伦日用”“古今成败兴坏”之 “情”的

重视。他所谓的 “性情”，侧重在社会伦理之 “情”。其突出特性在于其社会性、伦理

性、群体性。他认为，“尤有甚者，动作温柔乡语，如王次回 《疑雨集》之类，最足害

人心术，一概不存”①。这里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温柔乡语”“男女之情”“艳情”，是

“害人心术”的，因此，“一概不存”。在他看来，“《诗》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观民

风，考得失，非为艳情发也”②。两相对照，则其所谓 “性情”，重点在 “性”。又如，

在沈德潜看来，诗歌创作到了宋代，“性情”渐隐，“声色”大开，乃是 “诗运”的一

个 “转关”。他认为， “声色”等情欲应该在 “七情”之中，不在 “四端”之中。将

“声色”与 “性情”并列、对举，不难看出，这就致使 “性情”进入 “四端”，而不在

“七情”。既然 “情”由 “性”发，那么，“性情”一定要消解去自然属性，增强其社会

属性，从而使自然情感升华为社会情感，由 “七情”而提升到 “四端”。这才是主流、

正统、纯正之 “情”。

在袁枚看来，“性”是形而上的，抽象化的、浑然不可见，而 “情”则是形而下

的、具象化的、形象生动，是 “性”的发明与呈现，因此，只有通过 “情”以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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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 “性”。不过，这个 “情”主要是就自然情感，属于 “七情”。所以，袁枚强调即

“情”见 “性”，表现出一种不同于沈德潜的情感论，而且对立于传统 “发乎情止乎礼

义”情感论的叛逆倾向，并且，他直接由 “四端”之情过渡到 “七情”，认为应该由此

肯定 “七情”。因为，在他看来，个体化之 “情”值得肯定，是因为 “情”能见 “性”。

“四端”之 “善”见 “性善”，由 “性”之 “善”，反过来赋予了 “四端”之 “情”的合

法地位。但 “四端”之情并不等同于 “七情”。袁枚完全不顾 “中和”之说，认为 “四

端”之情与 “七情”都是 “情”，“四端”明 “性”，“性”肯定了 “四端”之 “情”，就

连带肯定了 “七情”之全体。他甚至以圣人也有 “七情”为辩，但显然，圣人的 “情”

是发而中节的，是 “情”之 “正”，这一点，两千年儒学从无异议。而袁枚并不给 “七

情”任何限定，而给予一概肯定，认定圣人与普通人毫无区别。可以认为，袁枚即

“情”求 “性”之说的实质是有 “情”无 “性”的。王镇远就曾指出：“袁枚对 ‘情’

的重视是他论诗的一个核心，他以为 ‘情’是诗歌最重要的内容，所谓 ‘诗歌以咏情

也’。”① 这才是袁枚 “性灵说”诗论的核心所在。需要补充的是，袁枚的 “情”甚至不

是 “四端”之 “情”，而只是日常自然的 “七情”。他强调真人与真情，他在 “情”中

最重男女之情，等于从实际上否定了 《中庸》“情”要 “发而中节”的看法。人的感情

是多样的、多层次的，人的精神生活也是因人而异的，单纯肯定任何一种类型的情感

都是片面的，袁枚所指的情主要是指自然情感。人的自然情感或所谓 “七情”也是不

容回避的情，在袁枚这里对所谓 “七情”进行了新的解释。纪昀的看法也与袁枚相似，

他说：“举日星河岳，草秀珍舒，鸟啼花放，有触乎情即可以宕其性灵，是诗本乎性情

者然也。而究非性情之至也。夫在天为道，在人为性，性动为情，情之至由于性之至，

至性至情，不过本天而动。……彼至性至情，充塞于两间蟠际不可澌灭者，孰有过于

忠孝节义哉？”② 诗所以言情，情深而景寓焉，情景合而格律生焉。然 “情”必从 “性”

发，冲淡否定其他的情感都是有悖 “人性”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袁枚对人的情欲的肯定是很有意义的。袁枚是即 “情”求 “性”

的，也就是说，他所强调的其实是 “情”而不是 “性”。袁枚曾经在 《书复性书后》中

论 “性”“情”关系。他在文中指出：“唐李翱，辟佛者也。其 《复性书》尊性而黜情，

已阴染佛氏而不觉，不可不辨。夫性，体也；情，用也。性不可见，于情而见之。见

孺子入井恻然，此情也，与以见性之仁。呼尔而与，乞人不屑，此情也，于以见性之

义。善复性者，不于空冥处治性，而于发见处求情。孔子之能 ‘近取譬’，孟子之扩充

‘四端’，皆即情以求性也。使无恻隐羞恶之情，则性中之仁义，茫乎若迷，而何性之

可复乎？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 《记》曰： ‘人情以为田。’ 《大学》曰：

‘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古圣贤未有尊性而黜情者。喜、怒、哀、乐、爱、恶、欲，此

·５４１·袁枚 “性灵说”之 “尚情”美学精神及其生成轨迹

①

②

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８０页。
（清）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冰瓯草序》，嘉庆十七年纪树署刻本，第３６０页。



七者，圣人之所同也。”① 这里袁枚针对唐李翱的 “尊性黜情”进行论辩，认为圣人也

有 “七情六欲”，足以证明他以 “情”见 “性”的准确性，可见 “情”“情欲”是他

“性情”的主要内容。高下的判别在于对 “情”之 “度”的把握，在于对 “情”的体验

与表达的真切动人与否，重在心灵、灵性、情绪对境遇的超越，袁枚强调的是 “情”

的真实性、本真性、纯粹性。由此，袁枚指出沈德潜所标举的 “格调”说忽视了 “真

性情”的抒发，以古人格调为不可超越之 “成法”，束缚了诗歌审美创作的自由性。而

翁方纲的 “考据”说，更是抄袭成风、糟粕堆砌，既无创新，毫无生气，更没有 “性

灵”。一味讲求格律，必然影响真情实意的表现，专门推崇体裁，则会置 “性情”不

顾。因此，诗歌审美创作应该 “另具手眼，自写性情”。无论是 “重格调”还是 “重考

据”，都会使 “性情”缺失。袁枚对他们的批评，都着眼于 “情”、落实于 “情”，充分

体现出他主张诗歌审美创作 “抒发性情”、即 “情”求 “性”、旨在尚 “情”贵 “情”

的审美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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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袁枚：《书复性书后》，《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三，王英志编纂《袁枚全集新编》，浙江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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